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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合运动客观上是一种有组织的技术和产业转移运动。工合在组织结构上

的两重性使其得以灵活地获取资源，这也是它在早期成功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依赖自身力量发展的机制，工合在从外部获得资源的条件改变时就遭遇

了困难。不过从生产自救向技术培训的转向使工合运动的精神得以留存和光大。

关键词   工合 组织  技术与产业转移  培黎学校

“工合”（GUNG-HO）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它的兴盛与世界人

民在二战前及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相关。中国工合于 1938年 8月 5日在武

汉正式成立，旋即发起组织了一场以生产自救和支援前线为直接目标的工合运动，

以其在经济恢复和社会整合上的可观成就，被学界视为“经济国防线”中的一个

重要链条；但在中国抗战接近结束的 1943年后，工合的活动又迅速地衰落下去 [包

爱芹 2000，页 69-71]。

学界以往对工合的研究集中于总结该组织的活动过程、贡献和影响等方面，

往往也会涉及工合兴衰的原因，但结果总是归结到历史大环境方面的变化。事实上，

这种处理是不够充分的。作者认为，工合兴衰有其内在的因素可循，而另一方面，

伴随工合兴起的工合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组

织的技术和产业转移运动，而工合在技术培训和教育领域的努力，意外地成为工

合精神得以在新环境中留存和光大的载体。

本文引入有组织的技术转移这一观念，尝试对工合的兴衰作出结构性的说明。



一   工合运动的迅速兴起

工合的主要推动者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 Alley，1897-1987）与美国人斯

诺夫妇（E.  Snow, 1905-1972; H. F. Snow, 1907-1997）。艾黎早在 1927年便已抵达

中国，先后成为上海工部局的消防队长和上海公共租界工业科工厂督察长。他在

中国早期的工作中接触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进步人士，还参与组织了一个马克思

主义读书小组，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为上海的中共党员提供帮助。斯诺夫妇则在写

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共高层建立了友谊，他们是艾黎的朋友，并且

都是上海“星一聚餐会”①的常客。他们主张积极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属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左派力量。抗战爆发后，作为工厂监察员，艾黎能够

通过日本占领军的警戒线前往遭到战争破坏的市区视察，斯诺夫妇也常常相伴而

行。他们目睹了失业工人、退下战场的伤残士兵在街头坐以待毙的惨状，看到日

本帝国主义军队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及周围大片地区的掠夺与破坏，痛心于许多

工业设施未能转移而使中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建立“工

业合作社”的计划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中国原来已有不少合作社组织，但多是信贷式的，将工业生产与

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是海伦·斯诺的创举。她从一本书中得到启发，并最终明晰了这

种新型合作社与中国原有之合作社计划的关键区别：“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改变社

会结构的关键，而不是分配和信贷的变革”[海伦·斯诺 1997，页 44]；而且，通过

将工业与合作社相结合，“可以迅速的（将）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

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反抗日货经济侵

略的方法，放在一起”[埃德加·斯诺 1984，页 64]。尤其是，鉴于中国一些重要的

工业设施未能及时转移所遭到的损失，这种合作社形式的工业生产线“使得转移

技术工人就等于替代大工厂迁到内地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有效地避开日本军事力

量对中国工业的打击 [埃德加·斯诺 1997，页 34]。斯诺将这项计划拿去请教宋庆龄，

得到后者的首肯，宋庆龄承诺将运用自己的影响对这项计划的给予支持。

艾黎结合自己在中国工业界的实践经验，根据海伦的设想写出了一项计划，

他的主要目标是集中大后方未遭毁坏的工业和自然资源，召集流散难民，以小型

①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由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的留美博士刘湛恩开始组织，旨在为各界
爱国人士及同情中国的国际友人提供一个交换意见的场所。上海银行界、学界诸名流经常在此讨论时
局和应对措施等抗战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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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方式生产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由此担当起经济抗战中工业

生产建设的重任。在“星一聚餐会”的帮助下，艾黎完善了这项计划并开始推动

它的实现，并为它取了个名字“工合”，既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也含有“共

同工作”的意思。按照艾黎的估计，认为工合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组成大约 3万

个合作社，才能弥补因战争而损失的生产能力，以半手工业的产品来供给军需民用，

以达到支持抗战、恢复经济的目的。

在这种预设的影响下，尽可能快速而广泛地建立更多的合作社，实际上成为

工合创建伊始的行动纲领。对此纲领的执行程度可从下表得到体现 [汪熙等 1985]：

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使工合运动在发展的早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限于

战时的条件，工合很难构建一个体系完备的经济链，使得人力、资源、产业和市

场能够充分协调起来，而只能以组织规模小、技术门槛低，种类繁杂的手工业和

轻工业作为其发展重点。

二  工合与有组织的技术转移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同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产业和技术工人的区

域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工合接纳了大量西迁的技术工人和难民，并通过技术培

训计划促进了技术转移的持续发展。

为了推动宏大的合作社发展计划，工合发展出了精当的组织支撑体系。工合

的业务范围极其广泛，包括纺织、机电、矿冶、化工、陶瓷、食品等众多方面；至

于单个合作社的规模，则从数人到数十、上百人不等。在组织结构上，工合建立

了一套准官僚制的四级控制系统。最高一层即中国工合总会，负责统管各合作社

的组织、金融分配、技术培训与指导等。第二层是各区办事处，负责下属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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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合作社数量（个） 合作社人数（人） 平均人数（人 /个）
西北区 325 4019 12.4
西南区 246 3485 14.2
东南区 433 5395 12.5
浙皖区 68 874 12.9
晋豫区 118 1610 13.6
川康区 247 4800 19.4
滇黔区 158 2497 15.8
总计 1959 22680 11.6

表1. 截至1942年6月工合各区合作社分布情况 



的立项与贷款审核和分配，举办训练班、组建联合供销社，承担各社原料、产品

的代购代销和储运等；此外办事处也具备吸纳资金、兴办育儿院、学校等福利事业，

以及出版机关刊物的工作。第三层是工合事务所，负责所在地区工业合作社的组织、

教育、技术指导和贷款等事项。事务所之下即是具体的各个工业合作社，合作社

的组建遵守一套严格而简便的程序，包括宣传、登记、贷款、指导和联合。

技术培训亦成为工合不可回避的工作。首先，按照工合的计划，在内地组建

合作社，需要借助西迁的熟练工人与手工艺人的技术，而为了迅速地组建起尽可

能多的合作社，工合又需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来决定合作社的门类。如此多样

的工种需要足够多掌握相应技术的工人。再者，创办符合工合理想的合作社本来

就是一种新型的工作，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进这项计划，工合需要培养熟悉

组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这种需求下，工合从一开始即着意建立的技术培训体系，

实际促进了当地接纳技术人员、提升和传播相关技术的有组织行动。

工合的培训系统吸引了广泛的技术人员。对整个工合运动贡献甚多的“培黎

弟子”①直接参与了技术推进计划的执行，卢广绵承担了举办第一期工合讲习班的

任务，林福裕成为工合总部的技术组长。迁移到各地的高校师生充当了当地工合

技术研究和培训的骨干，以西北区办事处所属各事务所为例，其 16个事务所的主

任中，仅 4位不具大学学历，但也分别毕业于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山东乡村建

设研究院和工合自己开办的培训班。与此同时，通过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宣传，

海外华侨和一些外国人士也投身到工合运动中来②。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统计，来

自美国的，但更多的可见于后期培黎学校的外国教师。据统计，工合最盛时聚集

了 1000 多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经济学家、科学家、会计员、各种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他们共克时艰参与并推动了这一事业的发展。

对于战争中的技术工人难民，工合根据他们的特长组建小型工业合作社，使

得技术工人的转移成为技术与产业西迁的新途径。而通过有组织的吸纳技术人员，

①  约瑟夫·培黎（J. Bailie, 汉名裴义理，1860-1935）是一位美国美北长老会传教士，1890年来华，曾
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1年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1914年创办金陵大学农科。他认为单纯的道德说
教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他在底特律的皈依者之一是靠勤奋工作起家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 Ford 
1863-1947）。在后者的支持下，培黎从在美国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了一些毕业生，为他们办了
一所工厂化的研究生院以接受机械工程训练。这些人回国后大都成了工程师。较活跃的有刘广沛、毛
北屏、黄小民、译锦韬、梁士纯、林福裕与吴去非。这些人被称作培黎弟子。艾黎与培黎在 1920年
代就已订交，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
②   能够列出一份很长的名单：前如美华侨王毓麟工程师，旅美华侨黄文炜化学博士，香港同胞容观成
会计师等；后者如英国地球物理学家赖朴吾（E. R. Lapwood，1909-1984）、英国经济学家霍克等，但
更多的可见于后期培黎学校的外国教师。可惜相关人员更详细的生平资料已难索寻，只能留待以后更
细致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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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研究和培训工作，实际上构成了实践导向的技术提升和传播行为。在这

个意义上，工合运动实际上也是场有组织的技术转移运动。

三   工合兴盛及其脆弱性

工合兴起的速度是惊人的。距工合总部成立还不到 20天，1938年 8月 24日

在宝鸡就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在随后的 3个月里，仅在西北地

区就成立了 80多个小工厂。到 1939年初，工合先后设立了西北、西南、东南和

川康四个办事处。及至 1939年 8月，全国合作社的数量已增至 1398个，社员人

数达到 16789名。工合早期发展得如此迅猛，需要极大的资源输入和政治支持，

工合做得如此成功，得益于其具有两重资源输入通道。

工合从一开始就着力建立完备的资源支持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国民政府

对其计划的许可，这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艾黎完善了最初的计划书后，他们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它递送给国民政府。幸运的是，时任英驻华使馆领事的

约翰·亚历山大（J. Alexander）也是“星一聚餐会”的成员，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驻

华大使克尔（Sir A. C. Kerr, 1882-1951）①会见了斯诺，并对工合计划发生兴趣。克

尔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时，促使国民政府的主战派领导接受了这项能够随时迁移，

使用简陋的工具却能安排大量难民工作的有益计划。最终，工合作为一个官方机构

获得了在后方自由活动的权力。逐渐建立了如前文所述及的四级组织系统。

但是，作为官方机构的属性也给工合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方面，国民政府中

的一些实权官员对工合态度暧昧，允诺提供的各项支持不能到位。另一方面，出

于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的忧虑，社会各界在对工合的捐款上保持谨慎。为了募集

开展活动的资金，工合吸纳了沈钧儒、黄炎培等有声望的爱国人士进入理事会，

以避免被当作一个纯粹的官僚组织；同时，工合加强对外宣传，先后在香港成立“国

际委员会”，在马尼拉、纽约、伦敦等地成立了工合促进会。由于国民政府比较在

意世界舆论的评价，这些机构在海外的活动为工合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下赢取了政

治空间，同时，各地促进会募得的捐款由香港国际委员会直接决定如何使用，从

而绕过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工合总部，增强了组织公信力。由此，工合既能够通过

各地促进会组织获得捐款，又增强了对内地银行和企业家投资的吸引、吸纳能力，

①  即后来的英弗查佩尔勋爵，克尔在英国的张伯伦时期即反对绥靖政策，公开发表反对法西斯、反
对佛朗哥和日本的意见。继在中国任外使后，又曾任英驻苏联和华盛顿大使，其传记见 Gillie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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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

然而，随着工合的运转越来越成熟，两重资源通道间的协调问题随之突显，

工合的命运亦岌岌可危起来。工合结构上的两重性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其政治上不

信任的体现。因为担忧工合会助长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控制工合的尝试从未间断，

工合内部出现了两班人马；而为了防止国民政府腐败官员染指工合专款，以香港工

合国际委员会为核心的世界各地促进会组织努力争取运作的独立性。结果则形成

了工合国际委员会与工合总会平行运作的格局，而它们之间又缺乏一个有效的协

调机制，两者间的互动显然是十分脆弱的。

四  工合衰退及其向技术培训的转型

工合资源支持系统的形成与当时的宏观环境密切相关。抗战爆发后，国共两

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本军事上的占领和经济上的掠夺，国内各方都

在寻找发展内陆经济的良方。工合运动主张以生产代救济，让难民自己救助自己，

正是投其所需。对海外华侨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而言，帮助中国的善举需要借助

官方途径，而对其他抗战力量接触的通道相对阙亏。像工合这样具有官方背景又

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的组织正是理想的资助对象。与此同时，战争在内陆地区制造

了一个封闭而匮乏的市场，价格低廉而实用的工合产品很受欢迎。

但是这种情境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改变了。随着中国与美英结盟，海外华

侨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有了资助中国抗战的更直接途径，大量援华物资运达中国，

实际上挤压了工合产品的市场。日军在占领区大量发行伪币，向中国倾销本国过

剩的产品，这又导致中国走私日货的活动猖獗起来。美英日等国的工业品充斥内

地市场，简陋的工合产品失去了吸引力。与此同时，工合运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

吸引力开始减弱。艾黎本人因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而被解除了在工合中的官方身

份。工合的资源支持系统开始萎缩，由工合合作社数量变化情况的统计图可以清

晰地看到，工合运动随后几乎以与其兴起同样迅速的趋势衰退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培训在整个工合中的相对重要性慢慢突显，集中体现在

培黎学校的逆势繁荣之上。培黎学校是工合在其技术培训工作基础上，为进一步

培训正规建设人才而兴办起来的。学校以半工半读、学用结合为教育方法，集教、科、

农、工为一体，兼意选拨和培训与工合同志的青年。[高海萍 2011，页 165-172]

培黎学校相对独立于工合计划，这恐怕也是其在工合衰退的过程中能够相对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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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重要原因。1942年，艾黎于 1942年末为国民政府解除职务后，仍以国际委员

会办事员的身份为工合奔走，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培黎学校上面。1940年，发表在《西

北工合》杂志上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显示：“本校经

费由培黎先生所捐之固定基金 75000元付之，以 15000元作开办费，60000元作经

常费，其预算另行编造核定之”。艾黎曾将去世母亲的抚恤金中的 9000美金用作学

校经费。各国工合组织亦通过不同途径对培黎学校予以物质和经济援助，并提供志

愿服务 [杨天石 1998，页 478-506]。相对于宏大的工合计划，培黎学校的资源需求

显然要小得多，因而在外界资源输入缩减的情况下发展的压力要小得多。

结果是，到了工合后期，在对国外捐款的使用中，工合行政费用所需占到了

总额的 1/3，而专用于培黎学校发展的经费也达到了 1/3 [艾黎 1997，页 33]。工合

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到了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上来。随着局势的演变，工合运动

创建的合作社渐渐消逝，而以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培黎学校几经沉浮和

变更，却始终以多种形式存在着②，绵绵延续着工合精神的火种。

五  小结

综上所述，工合首先是一个救济性组织，其突出特点是一项“生产性”的救

济计划，帮助难民救助他们自己。工合运动试图为中国战时经济创造了一种切合

实际的发展机会，以此支持生产自救和抗战。

不过工合早期的行动纲领颇有不合理的地方。在中国发展 3万个“工业合作社”

①  根据下引陈翰笙的数据整理，不同来源的数据略有出入，但总体趋势相同。
②  略举至少仍存与工合运动直接相关的培黎学校，就有培黎石油学校（兰州）、山丹培黎学校（山丹）、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北京）、佳木斯培黎学校等，诸校性质主要是职业学校。

图1. 工合运动中合作社数量变化情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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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吞噬了它所吸纳的有限资源，使其处于不断的扩张中，而无从发育出使

其本身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而形成了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格局，这决定了工合

生命力的脆弱性。在外部因素变化后，它又迅速衰退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工合运动通过技术工人的转移使得技术与产业的转移成为可

能，它在有计划地推进“工业合作社”的发展的同时，也是进行有组织的技术与

产业的区域转移工作。出于工合发展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培训和教育事业，以及因

此而发展起来的培黎学校，在整个工合衰退的时期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为工合

精神保存了可贵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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